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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使大数据与教育治理有机结合，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而重要的时代命题。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以与教育治理有关的数据为核心，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资源、政策等，构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实现教育治理数据与教育治理业务的全面深度融合，发挥多元教育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就实践框架而言，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考虑三个层次（宏观国家教育治理、中观区域教育治理和微观学校教育治理）、四个环节（教育决策、教育执行、教育监督和教育评估）、三大目标（底线目标、重要目标、终极目标）和N类数据（人口、教育、经济、医疗卫生等）。就现实挑战而言，当前我国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仍然面临相关制度不健全、治理主体数据素养低、专业人才匮乏、平台条件不完善、研究薄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实施制度优化工程、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基础平台建设工程、研究引领工程、治理模式改革工程等五大工程来切实推进和实现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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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背景与核心概念
1.政策脉络梳理
教育政策的变迁能反映一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向。通过窥探教育治理政策演变的关键节点，笔者认为我国教育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教育治理理念萌芽与前期探索阶段（1985-2009年）
“教育治理”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真正将“放权理念”写入教育改革政策中（教育部，1985），是我国教育治理理念的萌发，标志着国家对教育治理开始了先行探索。随后20多年我国相继出台的政策文件大都体现了教育治理的理念，即“中央开始放权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开始放权给学校校长，政府放权给社会”（朱皆笑，2017）。
（2）教育治理内涵拓展与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3年）
教育治理理念酝酿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教育部，2010），教育治理开始由抽象理念转向具体行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阐述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内容，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组织开展教育评估检测等革新意见（教育部，2013）。自此，教育治理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实施“管办评分离”成为推进国家教育治理的重要抓手。
（3）教育治理现代化系统推进阶段（2014年-至今）
该阶段国家将教育治理工作提升至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高度。201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2014），教育治理现代化正式从国家层面被提出，并成为一种话语体系。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2016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2017年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及2019年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提及教育治理现代，既不断丰富、拓展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践方式，也系统推进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国家开始从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的角度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教育部，2016）。之后，教育治理现代化逐渐显现出智能技术的“身影”。比如2017年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国务院，2017），肯定了大数据技术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2018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专门提出“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指出要全面利用大数据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推进教育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教育“互联网+政务服务”（教育部，2018a），助力教育治理水平的提升，为新时代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其中包含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国务院，2019）。近几年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政策演变表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日渐融入教育治理现代化中，成为国家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现实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教育治理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教育治理逐步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教育发展难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教育从量的满足到质的提升成为可能。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家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加强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并极力寻求一种新的方式解决教育问题，以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最终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2.核心概念阐释
“治理”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kubernaein （表示指导的意思），随后在法语、盎格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中被创造为多种术语（European Commission，1990）。20世纪90年代，治理（Governance）这一概念开始在国外的社会科学界出现并逐渐流行，但各方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定义，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基于管理角度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政府机制（詹姆斯 N·罗西瑙，2001）。世界银行基于实践视角认为治理是利用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实践（World Bank，1991）。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从法制规范的角度出发，认为治理是具有法律规则和正义的公共管理框架，贯穿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全过程，赋予人民权力参与整个过程（UNDP，1995）。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这是一种基于多元主体的视角。我国学者许耀桐与刘祺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以及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理解基础上，从行为过程的视角出发将治理定义为面向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的一个行动过程，参与者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在内的多个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许耀桐等，2014）。综上所述，治理是多种机制、资源等相互融合的过程，具有民主性和多元性。
当治理理念深入教育领域，便产生了教育治理的火花。褚宏启教授认为，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其直接目标是好治理（也称善治），最终目标是好教育（也称善教）（褚宏启，2014）。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认为善治（Good Governance）需要协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以便就什么最符合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利益达成广泛共识，具有参与的治理（Participation）、依法行政的治理（Rule of Law）、透明化的治理（Transparency）、回应性的治理（Responsiveness）、共识取向的治理（Consensus）、公平与公开的治理（Equity and Inclusiveness）、效能与效率的治理（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和负责尽职的治理（Accountability）等八大特征（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2009）。因而，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教育治理的关注点，以此形成教育治理利益共同体。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治理的高级发展阶段。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价值追求、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现代化，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现代化（陈金芳等，2016）。本研究基于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以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尝试构建教育治理3W模型，包括治理缘由（WHY）、治理内容（WHAT）和服务对象（WHO）三个层次（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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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育治理3W模型

当前，教育改革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突出问题。比如教育发展还不充分平衡，体现为教育的供需矛盾突出，区域、城乡、校际之间发展不够平衡；教育结构还不科学合理，集中体现于区域布局、教育类别、资源配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师资力量等差异大）、发展态势（存在政策变化引发的教育资源短缺与过剩并存等现象）、教育环境等方面；教育热难点问题尚未解决，择校热、课外负担重、大班额、学区房等问题不仅是教育发展问题，还是社会民生问题；教育法治亟待加强，重点表现为制度保障、条件保障、投入机制以及师资保障等跟不上当今教育发展。这些突出问题需要通过教育治理的手段加以解决。
立足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难题，明确教育治理的核心内容，即要协调四大关系（孙绵涛，2015）。第一，协调好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教育治理强调政府、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以实现教育的管、办、评分离，让政府依法管学校，不越位、不缺位以及不错位；让学校独立自主办学，完善学校内外部治理；让社会依法对教育进行评价，保证教育质量。第二，协调好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各类教育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以及民办教育等，各级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协调好这些教育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把学校和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视为一个整体。第三，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教育治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筑绿色教育生态圈。第四，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中各自要素之间的关系。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协调教育治理系统状态的关键因素，因而需从全局把握，处理好子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教育治理以政府、学校和社会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为各级政府提供支持，促进政府扮演好“元治理”的角色。通过厘清教育治理的缘由，协调好教育治理的四大关系，让政府、学校和社会在教育治理中各司其职。具体而言，教育治理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宏观决策与调控，使之从总体上把握发展方向，改善教育现状，进而解决相应的社会民生问题。教育治理可以推进政校分离，使学校实现独立自主办学，建设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教育治理可以使社会发挥评价作用，动员社会参与支持监督教育事业发展，保证教育改革的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教育治理强调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元参与，以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新型关系为核心内容，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旨在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教育部，2014）。
二、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框架
文献调研发现，目前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多数是以教育事业发展为逻辑起点，包括教育质量、教育管理、教育督导、教育系统等，很少从技术视角去思考如何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智能技术的兴起为解决教育发展中的痛难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并且数据驱动被认为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的必然走向（杨开城，2019）。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治理被赋予数据驱动的新内涵。从大数据视角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即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以与教育治理有关的数据为核心，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资源、政策等构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实现教育治理数据与教育治理业务的全面深度融合，发挥多元教育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教育治理水平，促进实现教育现代化。
1.大数据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多重影响
大数据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使教育治理主体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共治、教育治理决策从经验主导走向数据驱动、教育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走向动态治理成为了可能。
第一，教育治理主体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共治。传统的教育治理大都是政府以大包大揽或权威专断的行政手段进行教育管理，使管理成为自上而下的单向输出，导致不同主体的教育诉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大数据的出现以及大数据在实际过程中的多向运行强化了教育治理对不同主体的依存关系，重塑了教育治理的主体地位（陈良雨等，2017）。政府不再是教育治理现代化唯一的数据供给源，学校和社会等教育治理主体也成为了数据供给者。因此，在教育治理数据的流通过程中，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相互依存，打破了政府的垄断地位，使得其他主体成为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此外，基于大数据搭建的共享平台，其开放与自由的特性积极引导、支持学校和社会等不同主体参与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凝聚群体智慧，促使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从而走向多元共治。
第二，教育治理决策从经验主导走向数据驱动。教育决策是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传统的教育治理决策主要是对抽样调查的片面数据和实践经验进行提炼而得出相关决议（刘来兵等，2017），但数据的样本化与经验的主观性使教育治理决策偏离客观的诉求方向。随着大数据技术深入教育领域以及各类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的建设与完善，教育治理数据将被全面、全保真地采集，并实时存储在云端，通过深度挖掘与分析技术使教育治理决策依据全面、完整、客观的数据进行策略决断，极大降低了根据有限随机样本与主观经验或直觉制定的教育治理决策的不确定性，缩小了教育治理决策存在的误差，增强了教育治理决策的精准性和科学性（陈良雨等，2017），促使教育治理决策从经验主导走向数据驱动。
第三，教育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走向动态治理。当下的教育治理模式更多是一种静态的“谋而后动”，而非动态的“随动而谋”（姚松，2016a）。然而，这种静态的治理模式与目前复杂且动态变化的教育问题不相匹配，不能很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因而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动态治理应运而生。动态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技术红利的产物，凭借大数据技术对教育治理数据的实时采集、实时监控、实时存储和实时反馈的支持，教育治理的主体能够依托智能终端设备实时发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及时获得反馈与监测。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动态采集的教育治理数据，可以针对教育热难点问题、社会民生问题等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科学决策，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随动而谋”与“利为大众”。
2.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
大数据在教育治理中作为改善教育现状、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法宝，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潜能。数据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三大核心理念，即用数而思、因数而定和随数而行。
用数而思。大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亟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2013）。因而，“用数而思”是指在大数据时代，用“数据思维”的方式考量教育治理的实施方略，以数据治理思维引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倡导超越主观的或可移植的经验，让数据“发声”，探索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学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了解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强调教育治理主体应具备数据应用意识（重视数据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问题发现意识（基于数据的相关关系发现当前问题与潜在问题），注重集思广益，学会从数据中发掘数据联系、识别数据价值，进而形成用数据思考教育发展的意识与思维方式。
因数而定。“因数而定”是指在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需要基于数据做出科学决策，以数据决策改变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方式。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强调教育治理数据从局部的小范围抽样转向全领域、全范围的全样本，致力于为教育治理决策提供更加客观、全面和完整的证据支持，从而保证教育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与人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因数而定”不是唯数据论，而是教育治理主体需要结合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客观、公正地利用数据，发挥基于数据决策的最大价值。
随数而行。“随数而行”是指在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需要基于数据进行实时监管，以数据的动态运行改变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运作模式。传统的教育治理属于事后补救与处理型，而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治理则是全流程的实时监管型，具体表现为事前审批（如基于培训机构的档案数据对其办学资格等进行审核）、事中预警（如基于教育开展过程监测的数据对机构进行警示管理）和事后优化（如基于教育开展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帮助机构进行辅助决策和反馈优化）。教育治理数据的动态采集为实现教育动态监管奠定了基础，为解决复杂、动态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由“碎片化”管理转向“网格型”管理（姚松，2016b）是“随数而行”的重要体现。步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纵向科层制和横向分工制结构将会被重塑，形成网状型和扁平型结构（姚松，2016b）。就纵向而言，大数据的整合和优化技术可以优化上下级信息的传输渠道，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就横向而言，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技术可以协调教育行政部门内部之间、外部之间的关系，打通横向的信息流。
3.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框架构建
基于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三大核心理念，本研究尝试构建了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框架（见图2），包括三个层次、四个重要环节、三大目标以及N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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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基于数据的教育治理（即数治），包括教育数据、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医疗数据等多种跨界跨领域的数据。其中，教育数据有教师行为、学生学习、课堂状态、作业情况以及家校沟通等数据；人口数据有总人口数、出生率、性别构成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数据；经济数据有人员就业、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消费水平等数据；医疗数据有体质情况、病例记录以及过敏药物等数据。将教育数据、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医疗数据等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源与教育治理业务进行深度融合，通过汇聚整合与关联分析，形成一个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教育执行→教育监督→教育评估→教育决策”的正向循环，从而精准提升教育治理的过程与结果。
按照教育治理范围的不同，本研究将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治理、中观层面的区域教育治理和微观层面的学校教育治理。其中，国家教育治理主要是基于各级各类教育治理数据进行宏观调控与决策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教育政策、推进教育改革。区域教育治理主要是基于跨领域的各类数据最大限度保障区域教育公共利益，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保证区域教育治理各类主体能够持续互动，建立一种系统科学的制度体系（赵磊磊等，2019）。比如宁波教育地理信息系统（GIS）借助大数据挖掘分析引擎，结合各区域人口数据（出生率、死亡率、迁入迁出率、现有人口情况数等），计算得出分析结果，提供“学区人口预测”“学区合理性”“学区可达性”等服务，从而为教育管理者进行学区划分和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张曦等，2018）。学校教育治理主要是基于对各类教与学的数据评测，促进每一位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与为师生服务的效率。比如教育者凭借大数据技术能够快速获取学习者层面的相关数据，了解其优劣所在，以便针对其独特的教育需求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教学指导。
以教育治理数据为核心，驱动教育决策、教育执行、教育监督、教育评估四类主要业务运行，实现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治理，最终是为了达成“提高教育效率，形成教育新秩序的底线目标”，“推进教育自由，增强教育活力的重要目标”以及“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公平的终极目标”（褚宏启，2014）。
4.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展
（1）宏观层面：大数据助力国家教育治理
当前，大数据助力国家教育治理主要是为其提供教育科学决策服务。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是我国教育部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探索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产物（李伟涛，2017）。系统上线至今，在数据比较、教育规划发展以及教育目标与指标监测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该系统深度融合教育与人口、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深度挖掘数据资源，发挥监测评价、预测预警功能，立体反映出各级各类的教育进展，基本实现了支持国家教育科学决策、监测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预期目标。美国通过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构建了立体化的教育数据网络，以支持教育科学决策（杨现民等，2016），基于该中心实现了国家级、州级、学区级及校级各数据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教育数据快线平台作为一个“数据枢纽”，汇聚了各州的教育管理数据（含校级、学区级以及州级），并将之“输送”给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同时，该中心基于对教育部各内部机构、各州教育主管部门、各地教育机构提供的可靠的中小学生学习绩效与成果数据进行分析，整合成联邦政府的教育数据与事实报告，从而为美国国家层面的教育发展规划、政策制定以及教育项目的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大数据助力国家教育治理既基于数据，又超越数据，通过时空维度的证据整合，为教育的科学决策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凭据。数据驱动国家教育治理将逐步发展为提供一种决策服务，包括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依法决策等，并最终走向一种成熟的机制。国家教育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决策服务只是其中一环，大数据助力国家教育治理在国家教育资源配置、国家教育质量、国家教育地位、国家教育服务等方面成效甚微，这也是今后国家教育治理需要加大投入的地方。
（2）中观层面：大数据助力区域教育治理
调研发现，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区已经将大数据运用于区域教育治理中，具体表现在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区域教育管理优化与区域教学问题解决三个方面。区域教育质量提升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高精尖中心”）与北京市教委、通州区和房山区政府多方进行协作互助、积极探索，持续架构了区域智慧化教育服务体系，包括“智慧学伴”平台、双师服务平台、区域教育质量地图以及评估数据质量的核查系统等几个部分（余胜泉等，2018），有效推进了北京市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其中，“智慧学伴”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使区域教育管理部门得以监控教育发展的整体运行情况。“双师服务”平台提供的双师服务为通州区和房山区的学生合理配置了优秀师资资源，以此促进东城、西城以及海淀等区域优秀教师的在线流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北京市区域间的教育差距。区域教育质量地图主要为区域各教育治理主体提供教育资源查看的服务。当前高精尖中心研发的“北京市教育资源地图APP”通过与平台对接已基本实现了提供教育资源查看的服务，为教育管理者进行宏观把控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区域教育管理优化方面，陕西省教育厅通过建设业务与承载的省级教育数据中心，推动了基础数据库与国家系统、自建系统、相关厅局系统、市县和高校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教育部科技司，2018）。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陕西省教育厅在区域教育管理优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实现了教育系统远程视频会议全省通联、校园安全监控管理与应急指挥、教育总体情况的监测和专项工作的展示汇报，提高了教育监管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速了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的转变进程。
区域教学问题解决方面，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利用智能巡课系统在全市中小学推行“学进去、讲出来”的教学行动计划（简称“学讲计划”），形成了对全市各校日常课堂教学状况的全景描述（杨现民等，2018）。借助智能巡课系统，徐州市教育局从6个方面进行数据应用分析，为解决各校教学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课堂观察”资料。自2013年底徐州市推行“学讲计划”以来，智能巡课系统已成为徐州市提高教学管理水平与推进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有效解决了全市各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问题。
由此可见，区域逐渐成为教育治理的重要阵地，区域教育的质量提升、资源配置、公平保障、管理优化以及区域教学问题解决逐渐成为大数据助力区域教育治理的发展方向。尽管数据驱动区域教育治理的涉及面较广，但实践探索尚显不足，目前仍处于试点先行阶段，还未形成区域性大面积推广。此外，区域教育扶贫扶智和区域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大数据助力教育治理需要探索的重要方面。
（3）微观层面：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治理
当前，数据驱动学校教育治理主要体现在学校提供“一站式”服务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在学校提供“一站式”服务方面，上海复旦大学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环境，以前期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制定了“一站式”服务总体规划方案，建立了面向服务的云计算平台，形成了层次化的数据服务与管理体系，创新了信息化“一站式”服务模式（教育部科技司，2018）。“形成层次化数据服务体系，实现分层管理”是数据发生作用的关键。该体系以此为指导，通过有效的框架满足了校领导、职能部处、院系、师生个人的各种需求。其中，校领导主要关注综合校情数据分析，数据指标涵盖多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范畴；职能部门主要注重主题数据分析；院系侧重数据查询统计；师生个人则重视数据的唯一性与复杂性等。通过加强学校云计算平台、层次化数据服务体系和网上办事大厅的建设，复旦大学深化了“一站式”服务体系。现今，依托信息化建设起来的高校一站式服务越来越多，包括华中师范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这些一站式服务虽各具特色，但具有共通的服务宗旨：即通过沉淀数据、激活数据、运转数据来为高校师生提供高效率、便捷化的服务，以一个不容忽视的微方面反映学校教育内部治理的状态。
在学校提供社会服务方面，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行业的指导下建设完成了工程大数据实训中心，为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奠定了基础（教育部科技司，2018）。学校一方面积极探索政府大数据条件下的建设管理模式，通过大数据云平台监控和收集工程现场数据与信息，有力支撑了学校行政部门的科学管理与决策；另一方面积极与行业企业进行联系，针对企业技术、公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创新行业企业继续教育新形式，依托大数据中心整合行业企业、政府和社会优质资源以扩大职业教育的受益群体，使社会职业教育和学校职业教育通过大数据平台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形成教育新合力，以此来提升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
学校作为教育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有着天然的教育治理需求，将学校的内部教育治理和外部教育治理相结合是今后数据驱动学校教育治理的发展趋势。目前，提供的某种服务仅映射了大数据助力学校教育治理的一个微方面，资源合理配置、课程改革创新、部门协调有序等学校运转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仍需借助大数据的驱动力，以促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三、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2012年，联合国在发布的《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中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的出现将会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教育也不例外。”（UN Global Pulse，2012）教育治理在大数据时代面临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新机遇。而今，由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特殊性，使之在制度、主体、人才、条件和研究五大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1.制度层面：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
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是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用法治来引领、以法治为保障、靠法治来奠基（教育部，2018b）。要实行法治，必须具备完备的体制机制。然而，时下相关法制体制尚不健全，阻碍了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一方面，总体上缺少大数据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缺乏对多元教育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划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致使教育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不明晰，难以形成稳固的教育治理合力。另一方面，缺乏有关教育数据应用、管理、安全等问题的法律规范，致使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时有发生，不利于大数据在教育治理领域充分发挥其作用与价值。总而言之，在大数据助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以制度和法律法规先行为保障，确保各方面工作有序开展。
2.主体层面：治理主体的数据素养亟待提升
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治理是大势所趋。但是，当前治理主体的数据素养水平并不高，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大数据的认识不足，数据意识淡薄。一方面治理主体受传统教育治理思维和决策习惯的影响，忽略了教育治理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对大数据的敏感度不够，缺乏对教育大数据相关政策、国际动态及应用的了解。第二，运用大数据推动教育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能力不足。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教育机构而言，其运用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和教育治理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对于教学者而言，其缺乏运用数据解决教学问题的思维方法，如问题导向思维、跨界思维以及批判辩证思维。此外，受数据分析、数据解读、数据应用等能力不足的限制，教学者未能突破“数据即分数”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3.人才层面：大数据专业人才短缺
近年来，大数据蓬勃发展，教育系统正在转变为一个“大数据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教育“算法师”和其他数据专家声称拥有教育研究的合法权威（Mayer-Schnberger et al.，2014）。但是，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大数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大数据与教育治理深度融合方面的专业性人才仍非常欠缺。教育治理本身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之教育大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析等技术要求相关人员既要掌握常规的大数据应用技能，又要深谙教育发展的各项业务需求。纵观教育治理领域的运行现状，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中以管理人员、普通技术人员、普通职工为主，而具备双重属性的专业性人才寥若晨星。因此，大数据领域的人才资源短缺，限制了大数据在教育治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4.条件层面：教育大数据基础平台待完善以及数据孤岛阻碍
目前，国家、区域以及学校层面皆已开始建设教育大数据基础平台，以便更好地为教育发展服务。在教育治理领域，应用教育大数据基础平台助力达成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需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教育基础数据还存在伴随式采集和全国互通共享问题，国家、区域以及学校之间的平台联系未能实现很好接洽，阻碍了纵向的信息流通；其次，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庞大的领域，不仅涉及教育，也包含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但当前教育大数据基础平台尚不能与其他领域的数据实现无缝对接，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治理在某些方面的科学决策。
数据已成为区域、国家乃至国际教育治理和政策制定研究的一个关键焦点（Lawn et al.，2014），但由于教育大数据基础平台的不完善、各类数据的割裂或分散而产生的数据孤岛成为制约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难题。首先，使用旧数据建模方法采集而来的数据与使用新数据建模方法采集而来的数据之间存在标准不统一、格式不规范、体系不完整等问题，致使数据之间互不兼容，共享难度较大。其次，各行政部门之间独立运行、各自为政，导致部门之间的数据在横纵向之间无法互通共享，造成教育治理效率低下。最后，数据开放与共享的机制和路线不明朗，以致教育治理数据拥有者“不会开放、不敢开放、不愿开放、不能开放”，限制了数据应有价值的发挥。
5.研究层面：大数据与教育治理方面的研究薄弱
以“大数据与教育治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发现，截至2020年2月，相关CSSCI期刊文章仅有28篇，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最早始于2014年，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文章的深入剖析发现，大数据与教育治理在理论与实践经验两方面的研究都较为薄弱。一方面，缺乏大数据推动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比如缺乏对教育治理数据的分析能力研究（姚松，2016b）。虽然我国的教育数据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实证研究，严谨收集、分析数据的意识薄弱，导致规范化、高质量的可用数据极少。另一方面，缺乏大数据推动教育治理的实践经验。就实际而言，关于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当前全国各地都处于探索阶段，且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这些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实践探索尚未形成可以推广的实践经验。
四、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性、全局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乃至公民个体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参与。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教育部，2015），以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本研究提出实现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五大工程，分别是制度优化工程、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基础平台建设工程、研究引领工程以及治理模式改革工程。
1.实施制度优化工程，夯实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1）完善顶层设计，增强宏观统筹教育治理数据的能力
完善顶层设计，强调规划先行是实施制度优化工程的根本。作为顶层设计的描绘者，政府部门应注重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大数据应用于教育的顶层设计。就制度的顶层设计而言，政府部门需要建设持续且长期有效的教育治理经费投入制度、全面的教育治理横纵向沟通制度、科学合理的教育治理人员供给制度、完善的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治理机制以及均衡平等的教育治理资源配置制度等。就大数据应用于教育的顶层设计而言，政府部门要重视大数据在教育治理中的巨大价值，将大数据上升为教育发展战略，形成专业、规范的教育大数据发展规划，明确教育数据搜索的目录与规范，建立教育数据管理部门。
此外，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还需不断增强宏观统筹教育治理数据的能力。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完善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开展二期、三期工程等建设，进一步统筹规整、优化系统各项功能，整体提升国家对我国教育领域数据的把控能力。省级政府需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以服务于地方教育发展，借助系统各项功能统筹地方教育数据，并依据数据做出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科学决策。
（2）优化组织结构，加强数据驱动教育治理专业化建设
在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中，为避免职能部门权责不明晰和职责交叉，可成立专门的教育治理组织机构（见图3），实现组织结构的系统化与规范化。教育治理组织结构主要包括教育治理指导委员会、教育治理执行委员会、教育治理办公室、基础业务部、首席数据官、数据管理中心和督导评估组。其中，教育治理指导委员会主要起领导作用，包括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政策与计划、监督组织设施的维护等。教育治理执行委员会主要执行教育治理指导委员会下发的各种政策与计划，并为教育治理计划或项目提供管理支持，为相关问题解决提供操作性帮助。教育治理办公室负责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日常事务，包括材料整理、专家接待、会议论证等。基础业务部负责教育决策、教育执行、教育监管、教育评估等教育治理业务的运行。首席数据官负责指导大数据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并且统筹管理相关大数据系统。数据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对数据进行治理，进而形成高质量、可用的数据。督导评估组负责对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评估，及时指出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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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组织机构

（3）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教育治理数据的使用规范与惩戒制度
制定与大数据有关的数据优化、隐私保护与数据变现的法律法规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桑尼尔·索雷斯，2014）。国家应重视教育数据泄密的风险，在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加大数据挖掘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建设，防止数据被盗用和滥用，让教育数据的挖掘与应用步入法制化轨道，比如制定《教育大数据隐私保护法》《教育大数据应用发展指导意见》等。同时地方政府应在顺应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的潮流下，制定适宜地区发展的教育大数据应用管理办法与规定，使教育数据的获取与利用有法可依，比如制定《教育大数据应用管理办法》《教育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此外，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国家、地方）加快出台《教育数据伦理规范》等教育数据伦理的法律法规，预防教育治理主体在使用数据时触犯伦理道德的红线。
2.实施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强化教育利益共同体基于数据的治理能力
（1）开展专题培训，提升数据素养水平
能否掌握一定程度的大数据技术，决定了教育治理能力的高低。对于当前教育治理主体数据素养水平较低的问题，可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加以解决。首先，进行大数据、教育治理、大数据与教育治理以及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宣讲，帮助多元教育治理主体了解基本理论、价值内涵、发展态势等。其次，开展分层分级的大数据知识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提升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及一线教师教育治理主体的数据意识和能力，帮助他们在实践中运用大数据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最后，推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即在线上课程资源支持下，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并通过线下专家讲座或现场咨询，解决疑难问题。
（2）建立绩效与考核机制，强化基于数据的治理能力
大数据技术既是大数据时代对教育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应用以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关键，也是教育治理主体的核心素养之一。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以高数据素养的人才为基础的，但数据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而且需要长期的实践锻炼。基于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推进：一是不断完善考核和奖励机制。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将教育者的数据素养纳入年终绩效与考核中，作为职位晋升的评价指标之一，以激励其在工作的同时持续提升自身的数据素养。二是建立长效推进机制。建议相关管理部门设置不同层级水平的数据素养认证机制，不断激发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创新应用教育数据的动力和智慧，以期为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增添一丝活力。
3.实施基础平台建设工程，搭建教育数据汇聚与分析应用中心
大数据平台是大规模数据存储和信息流通的阵地，可以实现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融通，为数据共享提供服务（徐超超等，2016）。平台建设前期，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需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一个能进行数据汇聚与分析应用的教育大数据中心。政府需统筹领导、把握全局、制定建设规划，企业需提供切实的大数据技术支持，学校需积极参与建设并提供必要的教育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后期，应着力于平台维护与相关数据规范和标准的制定。第一，建议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对教育大数据平台进行检查与维护，确保平台的正常运转，为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保障。第二，建议制定统一的数据运行标准，以实现不同部门间的数据传输与共享，从而为构建区域教育质量地图奠定基础。第三，建议构建并完善教育治理的数据体系，将不同层次、不同来源、不同类别的泛在数据整合成系统的数据体系，并拓展数据汇聚的方式，实现教育基础数据的动态汇聚与深度挖掘分析。
4.实施研究引领工程，促进教育治理科学化发展
（1）开展政企学研多方合作，协同推进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既是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的利益诉求，也是社会大众、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希冀。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唯有“政企学研”多方协作，才会取得显著的成效。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治理的进展，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体系，继续加大对教育治理的资金扶持力度，为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其次，企业作为重要的教育治理参与者，一方面要加强相关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加大产品的供给力度，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支持，从而提升教育治理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创新技术发展，为解决教育治理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优质的技术解决方案。最后，学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前沿阵地，需要持续对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与分析，借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率先探索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理论，不断丰富其内涵，并将之运用于学校教育治理，进而上升至区域教育治理乃至国家教育治理中，拓宽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的实践范围。
（2）组织多学科交叉协同交流，完善教育治理前沿研究与研究机制建设
教育治理不仅涉及教育领域，而且涵盖社会发展的经济、医疗卫生、人口分布等领域。因此，实现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还需要综合运用管理学、大数据科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具体而言，一是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研究，不断吸收管理学理论、大数据理论、社会学理论等为教育治理的实践服务，推动大数据助力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继续前行。二是建议相关部门探索建立多学科交叉协同的研究机制以加强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合作，进而指导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开展，发挥多学科之间的合力作用，破解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5.实施治理模式改革工程，促进教育治理规范运行
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倡导的管办评分离，其核心是基于数据在管办评分离中的深度运用以实现对数据的提取挖掘和集成整合，让数据说话（郭滇华，2018）。为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可从政府、学校和社会三个视角出发，通过重视数据、操作数据和利用数据的方式来强化数据意识与应用能力。政府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应将与教育治理有关的教育发展、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数据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改变原来依靠主观经验进行决策的行为，转变政府教育职能，简放政权，使之做好“掌舵者”而非“划桨者”。学校应强化对数据的搜集、处理与分析能力，将其作为学校内外部治理的科学依据，并以此强化自主办学、自主管理和进行社会参与的能力。社会应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掌握着政府和学校所无法掌握的数据），通过科学、规范、公正的数据推进对政府教育治理行为进行监督、推动学校积极开展自我评价、提高教育督导实效、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切实保证教育治理的水平和质量，进而规范教育治理的运行，提升教育治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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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of Data-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ce: Practice Framework,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YANG Xianmin, GUO Liming, WANG Dongli, XING Beibei

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ducation governance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ow to

ion governance organicall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is a
new and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The modernization of data~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ce which is taking
s, and ete., to build a

the data related to education governance as the core uses big data technology, resources, pol;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school and the society,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data and education governance busines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thusiasm of
multiple education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u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erms of practice
framework, the modernization of data-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ce needs to consider three levels (macro n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meso reg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micro school education governance), four links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three
goals (bottom goal, important goal, ultimate goal) and N categories of data (population, education, economy, health
China

care, etc.). In terms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 current modernization of data-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s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systems, low data literacy of the subjects,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mperfect platform conditions and weak research. Therefore, China should implement five major projects, including
system optimization project, data literacy improvement project, the basic platform construction project, leading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reform project of governance model, to effectively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modemization of
data-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Big Data; Education Governance; Data-Driven;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Practice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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